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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 元朝时期，佛教发展昌盛，元廷重视对佛教的管理，1288 年，成立了宣政院，“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

之”。仁宗时期，将与司法有关的佛教事务划拨御史台，文宗年间，成立太禧宗禋院，负责寺院经济，从而完成了对佛教管理的

权力再分配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教管理模式。这一模式的建立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即它巩固了元中央集权，彰显了国家司

法的尊严，更重要的是，它符合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需要，为元后期的佛教管理体系的重新构建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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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佛教史上，元代的佛教管理独具特色，

佛教的人事、经济和司法权分属宣政院、太禧宗禋院
和御史台，这种权力分配是如何进行的，对元代佛教

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，值得探讨。
一

元代立国，实行“政教二道”统治体系，所谓“政
教二道”，政即皇权之法; 教即教权之律。也就是
“圣教主之法王喇嘛和大政之主世间的权利可汗等
的”［1］。蒙古帝国的缔造者很早就知道宗教在对外
征服和巩固政权方面的作用，成吉思汗时代，制定了

特殊的宗教政策，即“对待各种宗教一视同仁，不分
彼此”［2］。后世诸王多严格奉行。忽必烈潜邸时，
与佛教结缘，接受了藏传佛教僧人八思巴的灌顶，皈

依了佛教。忽必烈对佛教的信仰，对蒙元帝国的宗
教政策影响很大，1260 年，他即位成为蒙古国大汗，
宣谕天下“昔印度摩诃萨摩迪合罕所创建之政教两
道并行之四大纲领，由佛祖释迦牟尼革新实施，后传

至吐伯特三大转金法轮查克拉瓦仑合罕，周密无疏

漏地实施，尔后传至蒙古地方由圣雄先祖成吉思罕

精心实施治理国邦民众焉。朕今亦行此政教两道于
国度矣。”［3］以成吉思汗之名，行政、教两道法于国
内。1270 年，在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———八思巴字
后，忽必烈又敕封他为“皇天之下、大地之上、西天

佛子、化身佛陀、创制文字、辅治国政、五明班智达八
思巴帝师”［4］。帝师的设置，标志着“政教二道”统
治体系的确立，有利于佛教的发展。
元朝前期，佛教发展迅速。寺院、僧人数量庞

大，至元二十八年( 1291 ) ，据官方统计，全国有寺宇
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，僧、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
十八人，私度、无籍的僧人不包括在内，僧人之多可
以想象。佛教经济也很发达，寺院拥有大量地产，从
事商业经营，拥有巨额的财富、雄厚的经济实力。这
引起统治阶层的关注，如何有效地管理佛教，使之继

续发展的同时，更好地为巩固政权服务，成为元前期

统治集团的重要议题。
元代初帝忽必烈是一位“思大有为”的君主，他

在信仰佛教、扶植佛教发展的同时，注重加强对佛教
的管理，他即位后不久，设立了释教总统所。总统所
成立于中统初年，是元政府设立的第一个佛教管理

机构，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，最高长官为总统，多由

僧人担任。至元三年( 1266) ，“以僧机为总统居庆
寿”［5］。总统所的主要职能是选拔僧官，“僧人通五
大部经者为中选。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都
纲等官”［6］。路、府、州、县等各级僧官的选拔皆由
总统所负责，并制定了“中选”标准。换言之，总统
所掌握对各级僧官的人事任命权，并通过各级僧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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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对全国佛寺、僧人的管理。至元四年 ( 1267 ) ，
世祖下诏“禁僧官侵理民讼”［7］，是因为当时僧官的
权力很大，不仅裁断与僧人有关的诉讼，甚至民间诉

讼也经常参与，严重干扰了国家司法权的正常实施，

所以朝廷不得不明令僧官的权限。也就是说，世祖
时期的佛教管理机构集人事、经济、司法权于一身，
僧官的权力之大可以想象。

1264 年，元廷设置了总制院，“掌浮图氏之教，
兼治吐蕃之事”［8］，以国师八思巴统领之。笔者以
为，总制院主要是为了吐蕃事宜而设，其成立的初衷

也许并不是为了佛教的发展或管理。这一时期，忽
必烈的统治日趋稳固，吐蕃各地逐步归顺，元政府需

要代行管理吐蕃的人选。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
法主，很早就与忽必烈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，①深得

忽必烈的信任，由他管理吐蕃最为适宜。但八思巴
也是蒙古帝国的国师，是佛教界地位最高的僧人，掌

管天下释教是份内职责。是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八思
巴成为第一任总制院院使。［9］随着总制院的成立，
中央一级的释教总统所被撤销，但地方诸路释教总

统所仍然保留，并归属总制院管辖。至元二十八年
( 1291) ，“陇西四川总摄辇真术纳思为诸路释教都
总统”［10］，说明地方一级的释教总统所依然存在。
和总统所一样，总制院的任职官员，都是僧俗并用。
总制院院使地位崇高，八思巴之后，院使多为继其之

位的帝师或亲信，［11］最后一任院使桑哥，“能通诸国
言语”［12］，曾为八思巴的译吏。由于总制院的职能
广泛，又下辖吐蕃各宣慰司，“军民财谷，事体甚
重”［13］，其佛教和政治地位日显重要，应“以崇异
之”［14］。1288 年，桑哥向朝廷正式奏请，“因唐制吐
蕃来朝见于宣政殿之故”［15］，把总制院更名为宣政
院。《元史·百官志》记载: “宣政院，秩从一品，掌
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。遇吐蕃有事，则为
分院往镇，亦别有印。如大征伐，则会枢密府议。其
用人则自为选，其选则军民通摄，僧俗并用。”［16］第
一任宣政使桑哥，世祖命他开府仪同三司，兼领尚书

右丞相、功德使司事。宣政院可用三台银印，有府
邸、官阶、品级，是一个体制完备的衙门机关。
从总统所到宣政院，随着名称的改变，该机构的

政治地位不断提高，权力愈加扩大，不仅负责吐蕃事

宜，还掌管佛教人事、经济、司法权。但是，这一时
期，佛教管理也愈加混乱，僧人骄横，其下属地方各

级机构，如行宣政院、诸路释教总统所、总摄所等，迭

经废置，说明宣政院事务的繁杂，对佛教事务管理的

力不从心，这成为宣政院后来被分权的重要原因。
元中期，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，元政府开始了

对佛教管理权力的再分配。至元三十年( 1293 ) ，中
书省准杭州行宣政院奏: “俗人与和尚每有争差的
言语呵，和尚每的为头儿，一同问了断者，民官和尚

每根底休教断者么道”［17］。僧俗发生纠纷时，民官
与僧官共同裁断。这是发生在世祖时期的案例，终
忽必烈一朝，优渥僧人，尽力保护僧人的司法权益。
成宗时期，随着僧务机构的增多，佛教管理日趋混

乱，僧人中良莠不齐，作奸犯科的现象时有发生。大
德二年( 1298) ，朝廷下诏“僧人犯奸盗诈伪，听有司
专决，轻者与僧官约断，约不至者罪之”［18］，对僧人
犯罪严惩不贷。1299 年，帝师也有法旨: 和尚做贼，
与俗人一体刺字，依例断配发落……发遣元籍还俗
……［19］表示了对朝廷政策的接受。但是，在处置违
法僧人的时候，也有僧官涉嫌包庇，对此，大德六年

( 1302) ，成宗又下诏“自今僧官、僧人犯罪，御史台
与内外宣政院同鞫，宣政院官徇情不公者，听御史台

治之”。［20］所谓内外宣政院，是指中央的宣政院和地
方行宣政院，他们负责对僧官的任命，僧官犯罪，应

由宣政院处置，但御史台逐步代行其职权，说明僧务

机构已经不再被政府信任，所执掌的司法权被渐行

剥夺。武宗海山是一位狂热的佛教徒，他在位时，曾
准宣政院奏: 凡民殴西僧者，截其手; 詈之者，断其

舌。［21］幸被时为储君的仁宗及时制止。也正因如
此，他在位期间，僧俗纠纷不断。“至大元年
( 1308) ，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，民诉诸留守李
璧。璧方询问其由，僧已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，隔
案引璧发，捽诸地……二年，复有僧龚柯等十八人，
与诸王合儿八剌妃忽秃赤的斤争道，拉妃堕车殴之，

且有犯上等语……”［22］僧人的骄纵行径引起人们的
极大不满。至大四年 ( 1311 ) ，仁宗亲政后，立即宣
布“罢总统所及各处僧录、僧正、都纲司，凡僧人诉
讼，悉归有司。”［23］十月，“罢宣政院理问僧人词
讼。”［24］废除了佛教机构的司法权限。皇庆元年
( 1312) ，国师搠思吉斡节儿干政，奏请释放有罪的
云南行省右丞算只儿威，帝直斥之曰:“僧人宜诵佛
书，官事岂当与耶?”［25］表明了仁宗不愿僧侣干预国
家司法的态度。仁宗的举措，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很
大关系。成宗在位时，仁宗被贬怀孟 ( 今河南沁
阳) ，曾亲眼目睹僧官的腐败，“在前我栲栳山回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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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到潞州呵，平阳的僧录腊月八日就潞州我的陆水

寺里杀羊唤歹妇女每吃酒，又和尚每告他则潞州里

要了玖拾余锭钞来”。他认为“干净的好和尚每在
寺里住着念经，与咱每祝寿也者;不干净的歹和尚每

要做僧官有”［26］，对僧官的印象极差，也因此，他即
位后，立即废除了地方各级僧务机构，收司法权归御

史台。
蒙元时期，寺院经济繁荣发展，统治者尊重佛教

的利益，对寺院财产实行保护政策，窝阔台时，皇子

阔端曾两次颁旨给封地内的鄠县( 今陕西户县) 草

堂寺，要求当地诸管民官员出资修盖草堂寺，并且

“无得科差骚扰僧人，侵占寺院田土”［27］。忽必烈
时，也曾直接下旨给寺院，以保护寺院财产，如中统

初( 1261) 年，他下诏给林州宝岩寺、邢州乾明寺、龙
兴寺，“这底每寺里、房子里，使臣休安下者; 拣那谁
使气力休住者。官粮休顿放者，拣那什么物休顿放
者。寺院里休断事。铺马只应都休舆者，商税粮税
休纳者。但是属寺家底田地、水土、竹园、水磨有底
园林、解典库、浴堂、店、出赁房子根底，醋、酵曲根
底，拣那什么人休使气力夺要者。”［28］规定凡属寺院
的房产、土地、店铺皆属寺院所有。元初，世祖曾赐
建兴修了许多寺院，被称为官寺，如大护国仁王寺。
武宗时又赐建了南镇国寺、大承华普庆寺、大圣寿万
安寺，皆归宣政院管辖。这些寺院的财富惊人，所拥
有的地产、商店等，多来自皇室的赏赐，也有贵族、平
民的施舍。如中统二年，世祖赐“庆寿寺、海云寺陆
地五百顷”［29］。至元二十五年( 1288 ) ，听闻江淮总
摄杨琏真加言，以宋宫室为塔一，为寺五，已全部建

成，诏“以水陆地百五十顷养之”［30］。成宗大德年
间，“赐昭应宫、兴教寺地各百顷，兴教仍赐钞万五
千锭;上都干元寺地九十顷，钞皆如兴教之数; 万安

寺地六百顷，钞万锭; 南寺地百二十顷，钞如万安之

数”。［31］顺帝时，“有大官妻无子而妾有子者，其妻
以田尽入于僧寺……”通过各种方式，寺院积累起
巨额的财富。对于寺院的财产经营，纳税与否，元政
府的政策曾有反复，至元十四年( 1287) ，“诏以僧亢
吉益、邻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，掌释教。除僧租
赋，禁扰寺宇者”［32］。二十八年，又“宣谕江淮民恃
总统琏真加力不输租者，依例征输”［33］。三十年
( 1293) ，“敕僧寺之邸店，商贾舍止，其物货依例收
税”［34］。出现这种情况，与宣政院对佛教经济的掌
控有很大关系。为管理寺产，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

入，元政府着手对宣政院的经济权进行剥离。以大
护国仁王寺为例，至元十一年( 1274 ) ，寺院建成，规
模很大，下辖众多的地产、寺户，为此，元廷设置了财
用规运所，专门管理寺产，秩正四品，相当于一个地

方路级行政机关。十六年( 1279 ) ，规运所升为总管
府，统辖襄阳营田提举司、江淮等处营田提举司、仁
王营缮司、大都等路民佃提领所和会福财用所等机
构，以掌管散处各地的田产和店铺。至大元年
( 1308) ，总管府改为都总管府，升从二品。不久又
改名为会福院，设置院使。天历元年 ( 1328 ) ，正式
定名为会福总管府，正三品，置达鲁花赤和总管各一

员，另有同知、府判、译史等佐官。后来，随着官修寺
院的增多，在负责管理全国各大寺院财产方面，形成

了会福、崇祥、隆禧、寿福四大总管府。文宗时期，设
置太禧院，天历二年 ( 1329 ) ，太禧院更名为太禧宗
禋院，统领以上诸总管府，“凡钱粮之出纳，营缮之
作辍，悉统之”［35］。太禧宗禋院掌管寺院的财政收
支，并负责寺院的修造维护，至顺二年( 1331 ) ，其下
属隆祥司使晃忽儿不花曾言: “海南所建大兴龙普
明寺，工费浩穰，黎人不胜其扰，以故为乱”［36］。太
禧宗禋院的长官被称为院使，秩从一品，与宣政院使

品秩相同，可推知，太禧宗禋院与宣政院不具备统属

的可能。于是，从宣政院前期的集权模式到中后期
司法、经济权的被分离，元廷完成了对佛教管理权的
再分配。

二

元朝中后期，佛教管理权的重新分配，对这一时

期的社会和佛教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，试分析之。
其一，司法方面，维护了国家司法体系的正常运

行。“延佑元年( 1314 ) 八月，行台付准……浙西廉
访司申，杭州路僧人崇圭告信寺主奸占良妇，非违不

法，与和尚相告不同……县吏吴寿之取受，必须信寺
主指证方问照得……管民官休管和尚者，钦此看详，
各寺住持头目与本寺僧人互相言告，非违不法，并僧

人干碍取受等事，未审如何归问，咨请照详准此呈奉

……”②僧人之间的诉讼，有时会造成恶劣的影响，
损害佛教清誉，必须严格审查，管民官依法审问、处
理，既彰显了国家法典的威严，又有助于稳定社会秩

序。“至治元年( 1321 ) 二月，浙江僧人赴江南浙西
道廉访司陈告，行宣政院官吏违法纳贿，廉访司依照

以往圣旨，该司有权照刷行宣政院文卷，请示了江南

行御史台，得准”。③江南地区的佛教，极为昌盛，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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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就有“除却弦歌庠序外，家家同念佛经声”④之誉，
元代时继续发展。至元二十八年( 1291 ) ，元廷在该
地区设立了行宣政院，是宣政院的派出机构，院使为

从二品，佐官有同知、经历、都事、照磨等。作为佛教
管理机构，其目的主要是保护僧人利益，促进佛教发

展。这条材料显示，行宣政院官吏以管理佛教之名，
向僧人索贿，引起僧人的愤恨，诉诸地方司法机构，

寻求解决。此事发生在至治年间，而行宣政院曾被
废除，延佑五年 ( 1318 ) 复置，也就是行宣政院重设
后不久，官员如此腐败，这种行为对佛教发展是非常

不利的。泰定元年 ( 1323 ) ，“……宣政院判官术邻
亦取赂于富僧，答里麻劾之。”答里麻时任福建廉访
使，弹劾了杭州行宣政院判官术邻。地方行台对这
些佛教事务的干预，对佛教机构的整治，既显示了国

家司法对佛教的尊重，维护了佛教的利益，也有利于

佛教的良性发展。
其二，经济方面，有利于政府对寺院经济的全面

掌控，避免了寺院内腐化现象的滋生。至元年间，江
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曾发掘原南宋皇室、贵族陵墓，
得宝无数，修建寺院，引起江南士民公愤，令元政府

非常被动。随着掌管寺院经济机构的成立，如营田
提举司、营缮司以及会福、隆禧总管府等以至太禧宗
禋院，政府加强了对寺院经济的控制。成宗时期，有
富户为规避差税，冒为僧道，遭到弹劾，“与编氓无
异，请汰为民”［37］。元廷给予寺院的优惠政策，被不
法分子利用，逃税、避税，所产生的后果，不仅影响了
政府的财政收入，也使得一些民众不能被纳入政府

编户体系，有碍国家赋税差役的征收执行。太禧宗
禋院的设置，对寺院经济的监控，可以避免类似事件

的发生。至顺元年( 1330 ) 八月，“有言蔚州广灵县
地产银者，诏中书、太禧院遣人莅其事，岁所得银归
大承天护圣寺”［38］。十一月，“以临江、吉安两路天
源延圣寺田千顷所入租税，隶太禧宗禋院”［39］。后
至元五年( 1339 ) 三月辛酉，“八鲁剌思千户所民被
灾，遣太禧宗禋院断事官塔海发米赈之”［40］。太禧
宗禋院成立后，在经营寺院经济的同时，也获得了来

自政府的大量资金支持，拥有了更为雄厚的经济实

力。从而积极投身社会事务，惠及民众，扩大佛教的
影响。
其三，宣政院成立的初衷，是统领全国佛教并掌

管吐蕃事宜，随着司法、经济权的被分割，其管理吐
蕃的职能被强化，对地方佛教事务也更加注重。元

朝中后期，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朝廷上，权臣

当道，为争权夺利，纷争不断，无暇顾及地方。泰定
二年( 1324) ，“阶州土蕃为寇，巩昌总帅府调兵御
之”。［41］天历二年 ( 1329) ，“囊加台以兵至金州，据
白土关，陕西行省督军御之”［42］。阶州、金州皆邻近
吐蕃，阶州又是吐蕃族人作乱，而吐蕃是宣政院直辖

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为加强对吐蕃地区的控制，宣政

院增设了西番行宣政院，后至元三年 ( 1337 ) 五月，
“西番贼起，杀镇西王子党兀班，立行宣政院，以也
先帖木儿为院使，往讨之”［43］。西番行宣政院主要
掌管对吐蕃地区的军事行动，它的设立，标志着元廷

对吐蕃地区统治的加强，有利于西北地区的社会稳

定。佛教方面，由于宣政院专职佛教人事权，它开始
注重对地方佛教事务的管理。至顺二年( 1331 ) ，文
宗设置了十六道广教总管府，职掌地方僧尼之事，分

别为京畿山后道，河东山右道，辽东山北道，河南荆

北道，两淮江北道，湖北湖南道，浙西江东道，浙东福

建道，江西广东道，广西两海道，燕南诸路，山东诸

路，陕西诸路，甘肃诸路，四川诸路，云南诸路，辖区

覆盖除吐蕃地区以外的元中央实际统辖地，加强了

对地方佛教事务的管理，为构建元后期地方佛教管

理体系奠定了基础。另外，这一时期，在提高僧人的
政治待遇方面，宣政院也恪尽职责，至顺二年正月，

文宗任命住持大承天护圣寺的僧人宝峰为司徒。三
月，又“以西僧旭你迭八答剌班的为三藏国师，赐金
印”［44］。顺帝后至元三年，“西域僧伽剌麻至京师，
号灌顶国师，赐玉印”。［45］

结语

元代，藏传佛教流入汉地，被尊为国教，元廷在

支持佛教发展的同时，一直在探索行之有效的管理

佛教的方式。以宣政院、太禧宗禋院、御史台分掌佛
教事务的管理模式的形成，就是这些探索经验的总

结，它符合元中后期佛教发展的需要，也有利于元中

央集权的加强和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。

注 释

①八思巴是忽必烈的灌顶国师。参见阿旺贡嘎索南: 《萨迦世系
史》，拉萨:西藏人民出版社，2002．
②《元典章》卷 53，刑部 15，僧人诬告违法及过钞条。北京: 中国广
播电视出版社，1998．
③《元典章新集·至治条例大全》“僧尼诬告官吏廉访司追问”条。
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．
④祝穆:《方舆胜览》卷 10 之连真诗咏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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